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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時值中華民國建國百年之際，臺灣在政治民主化的成就倍受世人所肯定，而在地方自治的發展方面更有百年銳於千載的改變，地方自治的發展與行政區劃息息相關，因此本研究嘗試回顧臺灣行政區劃百年來的變遷，藉由此一分析探尋未來行政區劃的方向。
    本研究透過時間演進的角度說明行政區劃的變遷，進而由政治、經濟、社會以及國土規劃等面向分析行政區劃的特徵，發現行政區劃有其維持政權穩定、促進行政便利性、帶動經濟發展以及均衡國土發展的特質，然而百年來行政區劃的變革仍屬未竟之功，本研究認為行政區劃仍有進一步調整的必要，透過近程、中程及遠程，以擴大現有直轄市之範圍為主要目標，以期更貼近臺灣未來發展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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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問題之說明
臺灣地區因歷經西班牙、荷蘭、明鄭、清朝、日本等統治政權之更迭，因而形塑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之特殊性，光復迄今更因由威權體制轉為民主體制的過程而帶給臺灣地區相當劇烈的轉變，從古至今，各個統治當局為考量政權統治的便利性，而將所轄之地域劃分為若干區域，並且分級置官，而形成具有立體性層級結構的行政區劃體制。
    所謂行政區劃是將一國有效統治區域，依照一定的準則並配合行政層級之建制，劃分為若干不相重疊的地域範圍，藉此作為國家資源分配的依據，以提升行政效能，強化國家競爭力，簡言之，行政區劃著重於地方行政地域的劃分與調整，因此，行政區劃是國家行政事務與資源配置的重要依據，亦是體現地方自治的重要基礎，合理周延的行政區劃將使是國家資源配置得以合理化，亦是營造良善府際關係的重要基石；而不當的行政區劃不僅影響國家政務運作，城鄉之間的發展亦難以均衡。然而由於各地人口、地理、歷史、資源等因素殊異，基於若干要素考量而設有不同行政層級，每一行政層級即有相應之管轄地域範圍以決定彼此資源分配情況，同時亦因行政層級與行政區劃間互為調控的關係而形成複雜的網絡化互動體系，故行政區劃所涉及者以非單純地域範圍之劃分，其更攸關住民地域意識之形塑、府際關係之互動以及國家資源分配之公平性，尤其近來治理理論成為公共行政學界探究行政現象已為行政改革之重要依歸，使得治理議題受到相當程度的重視，亦使行政區劃與治理概念相連結，行政區劃成為地方治理的重要基礎，故行政區劃可謂國家之百年大計，其影響層面極為深遠，因此行政區域如何適當地劃分一直是公共行政學界的重要議題。
    臺灣地區行政區劃的文獻成果實甚為豐碩，依據臺灣地區開發之歷史進程與現代化發展而言，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僅改變臺灣的命運，亦使整個臺灣內外環境都產生極為劇烈的變化，故而此一年代成為探討各種行政體制的重要分水嶺，行政區劃亦可以此進行界分，蓋1945年對臺灣而言，正是日本帝國政府與中華民國政府兩個不同政權交替更迭的重要時間點，吾人綜觀臺灣行政區劃百年來的演變，似可發現脈絡相續之處，日本帝國政府與中華民國政府的行政區劃雖為不同體制，但在區域劃分方面則表現出延續性的系統性發展，當然吾人更須深究在各個時期中，行政區劃調整的原因有何差異，並為國家帶來何種影響。尤其，臺灣行政區劃在五都成形之後所帶來的損益，更值得吾人深入分析。鑑往知來，本研究認為從過去的演進過程的分析將使吾人更能掌握未來的調整方向與需求，我國行政區劃的後續改造即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的重心。
貳、相關文獻探討
    有關我國行政區劃文獻可謂汗牛充棟，除對於行政區劃理論的說明與解釋之外，更著力於行政區域的規劃方案，主要涵蓋全國性與區域性的行政區域的規劃方案，前者的研究成果包括民主進步黨於1993年提出三市十六縣的規劃；黃錦堂教授依照行政區劃調整的幅度大小分為巨幅改良、中型調整、局部調整以及單一價值等類型(黃錦堂，1995)；紀俊臣教授則以三都心為主軸提出十五縣市方案(紀俊臣，2002)；夏鑄九教授則提出中央─區域─地方三層級，主張成立五到八個行政區域(夏鑄九，2002)，故有關全國性的區域重劃即有不同的角度與主張。
    至於區域性的行政區劃研究文獻來說，則有主張臺中縣市、臺北縣市、高雄縣市合併而改制為直轄市者，此類文獻多以合併作為行政區域調整的主要途徑，大抵認為既有行政區域已不符既有的都會發展態勢，故藉由合併擴大都市範圍以因應都會發展之需。
    觀諸相關文獻多以行政區域調整方案為主，但本研究認為行政區域的調整有其連貫性，故透過歷史角度的回顧與檢視，尤其以臺灣地理空間為核心作為探討對象，以中華民國紀元作為時間軸之表述，結合中華民國時間紀元與臺灣空間範圍兩個主要概念，探析臺灣百年來行政區劃的發展，始能更進一步確知未來的改革方向，因此藉由百年行政區劃之演進過程，以探求未來的改造方向，故本研究應有若干研究價值。
參、研究設計與研究方法
    有關臺灣行政區劃變遷的探討，一般皆以時序的方式加以說明(丘昌泰，2010:65-79；李台京，2008:49-60；呂育誠，2008:47-80)，本研究認為以時間作為行政區劃發展的依據，較能清楚表現其先後關係與演變，故以時間演變為研究主軸，並如前所述，以中華民國的百年紀元及臺灣的地域範圍作為探討對象，說明日本帝國政府與中華民國政府兩個統治政權時期下，行政區劃之更迭原因及其特色，分別由政治、經濟、社會、國土規畫等四個面向加以分析。
    為能深入探析我國行政區劃的演變趨勢，本研究主要採取文獻探討以及深度訪談等方法蒐集行政區劃相關資料與意見，深度訪談對象之選擇係以對此一議題有深入研究之學者以及地方官員為對象(相關名單如附件所示)，以進一步探析臺灣行政區劃百年來演變的重要特性。
肆、臺灣行政區劃之演進過程
    回顧臺灣百年來的行政區劃，實係橫跨日本帝國政府與中華民國政府二個不同的階段，在日本殖民時期，臺灣的行政區劃曾經歷縣廳、廳制以及州廳三個時期；臺灣光復以後，行政區劃則轉以中國地方制度作為區域劃分的主要體制，因此省、直轄市、縣(市)以及鄉(鎮、市)成為我國行政區劃的重要層級，當然，行政區劃原須隨著政經情勢進行適時調整，方可收與時俱進之效，但光復以後，除1950年進行大規模的調整外，其後雖有調整，但多屬零星與微幅型的調整，缺少國土空間宏觀調控的整體思惟，致而難以帶動國家競爭力的提升，有鑑於此，馬政府上台後，遂以三都十五縣做為藍圖，開始進行國土空間之改造，最後透過縣市合併而核定四個新直轄市，因而形成五都十七縣市的新格局，為臺灣行政區劃揭開歷史新頁，因此，本研究嘗試先由歷史時間軸的脈絡，檢視我國行政區劃的變遷。

若以統治臺灣的政權作為劃分基準，約略可分為荷蘭時期、鄭氏時期、清帝國時期、日本帝國時期以及中華民國時期，故臺灣地區分別歷經荷蘭、鄭氏家族、清帝國、日本帝國以及中華民國等政權的統治。荷蘭係以殖民心態統治臺灣，主要仍以剝削臺灣物資為其目的，1624年荷蘭據臺之初，其對殖民地的主要統治機制係以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主，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設置「臺灣長官」由其作為臺灣當局的統治中心，所統治之對象為原住民族。當時荷蘭所管轄的領域範圍主要是臺灣南部、北部甚或東部，但許多未開發地區仍有許多原住民族未曾與荷蘭人有過接觸，故在荷據時期並未有全島性的行政區劃，僅初略將臺灣分為分為四個「地方會議區」，分別為北部地方議會區(大員
以北)、南部地方會議區(大員以南)、卑南地方會議區與淡水地方會議區，每一個地方會議區即為一個行政區域，並轄有數十個村落，被認為是臺灣地區最早的行政區域劃分(施雅軒，2003:34)，亦被認為是在臺灣地區，首次出現中央與地方二級制組織之建置(王泰升，2001:26)。
    鄭氏家族係以明帝國之遺臣自居，並以「反清復明」為念，因此對臺灣地區的規劃未抱有長期永續的經營心態，因此鄭氏政權在臺灣的統治仍是以復興基地為主軸，亦未能立基於臺灣的主體地位加以思考，然而鄭氏政權在臺之各項施政自是以明帝國法制為基準
，因此鄭氏治臺隨係以明帝國行省下轄之「府州─縣」制為架構，將赤坎城改為「承天府」，並置「天興」、「萬年」二縣，故鄭氏政權可說是首次引入中國的地方法制，尤其引入「縣制」，使得在臺灣地區的行政區劃發展上，縣制成為一個重要的地方制度，由於鄭氏政權對臺灣地區經營仍集中在已開發之精華地區，並未大幅度進行「全島性」的地域經營，故行政區劃仍欠缺全面性，自亦非以具主權的國家觀點思考行政區域的劃分。
有清一朝入主中原之初，多延襲明帝國成例，1683年以武力征服臺灣之後，對臺灣地區自鄭氏政權因襲中原法制的發展脈落上而言，亦可說是承續而非斷裂，在地方行政區劃的建制上，「省─府州─縣廳」制度乃是臺灣地區行政區劃變遷的脈絡依據，清帝國統治時期，臺灣行政區劃變遷乃呈現出以「省─府州─縣廳」制度逐級層升的發展趨勢，然而清帝國對臺的地域經營與法制建設常因外在事件進行調整，整體而論仍欠缺宏觀性的經營策略。總體而論，在清帝國統治時期，臺灣行政區劃法制規範仍為傳統中原法制之承續，較為特別之處在於臺灣在清帝國統治期間，提升至「省」的地位，而省制在後續臺灣政治發展過程中，也有相當佔有舉足輕重之地位，然而清帝國對原住民族的地域經略仍未有積極行動。
    就中華民國的紀元而言，因1911年中華民國創立時，臺灣仍處於日本帝國統治時期，故本研究論述臺灣在建國百年來的行政區域演變的過程，亦僅以日本帝國時期以及中華民國時期作為本研究的主要探討階段。且從前述的說明亦可知，荷蘭時期、鄭氏時期以及清帝國時期仍難看出較為全面性的行政區劃內涵，及至日本帝國統治臺灣後，對行政區域的規劃顯得更為積極，亦開始較具系統化發展，因此，本研究有關行政區劃的研究，聚焦於日本帝國時期以及中華民國時期，除在時間面向符合中華民國建國百年歷史之外，亦較能取得豐富的文獻資料以進行分析。

一、日本帝國時期

    日據時期以前的政權對臺灣地區所統治時間甚長，尤其有清一朝，從1683年施琅攻打臺灣，納入清帝國版圖開始至1895年因馬關條約割讓臺灣為止，共212年，在臺灣開發歷史上佔有相當長的比例，這些政權治臺時期雖長，但因與西方法制接觸過短或甚而有所阻隔，對臺灣之現代化而言，其貢獻仍相當有限，臺灣建省雖是一個發展的契機，然自建省以迄割讓，這近10年時間與漫漫歷史長河相較，仍如曇花一現，及至日本統治臺灣，雖係外來政權，但因該國在明治立憲與大正民主期的影響下，在現代化上頗有建樹，臺灣雖仍以殖民地地位受其統治，然整體發展卻有「百年銳於千載」的長足進步，為近代臺灣地區的現代化建設奠立重要的發展基礎。
    明治維新之後，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慣稱明治憲法)公布，依照此依憲法，當時帝國議會於1896年通過該年第六十三號法律，即所謂「有關應實行於臺灣之法令之法律」(台湾ニ施行スベキ法令二関スル法律案)(簡稱「六三法」)，此法賦予當時臺灣總督極大的權力，使其集臺灣地區行政、立法及司法權於一身，宛如日本在臺灣地區的另一個天皇。由於此一法律爭議不斷，1906年制定明治29年第三十一號法律，名稱仍為「有關應實行於臺灣法令之法律」，並自1907年實施，俗稱為「三一法」，其內容雖與六三法相類，但臺灣總督基於此一法律在臺灣地區仍有極大的立法權限，整個臺灣地區行政區劃的規劃亦在此種時空背景下發展，並配合殖民政策的需要進行調整，在其統治的50年期間共調整9次，大抵可以分為三個時期，即縣廳期、廳治期及州廳期，茲將相關區劃列表如次。
表1：日據時期臺灣行政區劃調整表

	階段
	時間
	行政區劃實況

	縣廳期
	1895.05
	3縣(臺灣、臺北、臺南)、1廳(澎湖島)、12支廳(苗栗、彰化、埔里社、雲林；基隆、宜蘭、淡水、新竹；嘉義、鳳山、恆春、臺東)

	
	1895.08
	1縣(臺北)、2民政支部(臺灣、臺南)、1廳(澎湖島)、4支廳(基隆、宜蘭、淡水、新竹)、9出張所(苗栗、鹿港、埔里社、雲林；嘉義、安平、鳳山、恆春、臺東)

	
	1897.05
	6縣(臺北、新竹、臺中、嘉義、臺南、鳳山)、3廳(宜蘭、臺東、澎湖島)

	
	1898.06
	3縣(臺北、臺中、臺南)、3廳(宜蘭、台東、澎湖島)

	
	1901.05
	3縣(臺北、臺中、臺南)、4廳(宜蘭、台東、澎湖島、恆春)

	廳治期
	1901.11
	20廳(臺北、基隆、宜蘭、深坑、桃仔園、新竹、苗栗、臺中、彰化、南投、斗六、嘉義、鹽水港、臺南、蕃薯寮、鳳山、阿猴、恆春、臺東、澎湖)

	
	1909.10
	12廳(臺北、宜蘭、桃園、新竹、臺中、南投、嘉義、臺南、阿猴、臺東、花蓮港、澎湖)

廳分三等：臺北、臺中、臺南為一等廳；新竹、嘉義、阿猴為二等廳；其餘為三等廳

	州廳期
	1920.07
	5州(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2廳(臺東、花蓮港)

	
	1926
	5州(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3廳(臺東、花蓮港、澎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於早期臺灣總督為武官，因此在初期統治仍充斥著軍事管理的思維，因此縣廳、廳治期的變動主要亦著重在統治的便利性，當時有關行政區劃的法規範主要有臺灣總督府假條例、臺灣總督府假條例制定、地方官假官制制定等，1895日本入臺之後，先設縣廳，但因當時情勢尚未穩定，故又改置民政支部及出張所，隨後情勢穩定回復縣廳之制，後因縣廳僅為轉達機關，有欠靈活且運作上常發生推諉責任之情事。故1901年廢縣廳，全臺改為20廳，其後於1909年，再整併為12廳，此乃廳治時期之情況。
1920年首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修改臺灣總督府地方官官制，乃制定敕令218號，廢西部十廳改設五州，全臺劃分為五州二廳，因此行政區劃進入州廳時期，1926年再置澎湖廳，成為五州三廳，自此在日據時期臺灣地區地方行政區劃始趨於穩定，並建立起「州─郡市─街庄」的制度，1935年以律令明定州、市及街庄為「法人」，此乃將法人概念有系統的引進，對後續臺灣地方自治產生其大的影響，故首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就任後，透過全面性的調查與規劃，臺灣行政區劃趨向穩定，這對光復後臺灣地區再次承接中國行政區劃制度後，整個地方自治的運作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二、中華民國時期
1945年以後，臺灣重新成為新政權運作的主要基地，中華民國政府接管臺灣之後，開啟另一個新的時代，整個行政區劃及相關的制度設計亦呈現與日本統治時期不同的面貌，大抵可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一)一省八縣九市
1945年日本戰敗，臺灣地區由國民政府管轄，雖然初期的行政區劃大致上沿襲日據時期的行政界線，不過當時針對臺灣行政區劃的調整仍設立相關單位負責規劃
，初期以延襲日治時期為主，認為在劃分縣(市)時，則以日治時期既有疆界為基礎，以盡量少更動為原則，簡言之，當時的行政區劃係以日據時即的疆界套入中國省─縣(市)─鄉(鎮、市)三級的體制架構，最後在行政層級與名稱做了相當的調整，首先為恢復臺灣省的地位，而將原來的五州三廳改為縣，原有十一個市改為九省轄市與二縣轄市，郡改為區署，街與庄改為鎮及鄉
，1946年「中華民國憲法」公布，本應施行憲政，然因發生內戰，1948年國民政府公布「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1949年中央政府遷臺，於是憲政停頓，臺灣地區進入戒嚴狀態，地方自治的發展也因此受到相當大的限縮，因此臺灣行政區劃亦無法在憲政架構下進行規劃，儘管如此，臺灣經歷不同政權的統治，僅藉由改變行政區域的名稱，恐難以達到有效推行政令的目的，進而形成另一波較大規模行政區劃的原因。
(二)一省二局二十一縣市
1947年5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組為臺灣省政府，給予啟動新的行政區劃之調整契機，同年6月臺灣省政府委員會第3次會議即提出改正行政區域案，主要是考量原有的八縣因大小不一，有的縣幅員過廣，政令因而難以推行，而當時縣與鄉鎮間設有區以為層轉，並非必要，復以彼時省轄市行政區域過小，缺乏獨立的財政條件因此難以推展地方自治，因而強化行政區域調整的正當性，於是1950年進行一次較大的行政區劃調整，1950年7月內政部召開審查會議決定臺灣省政府與臺灣省參議會合組「臺灣省各縣市地方自治實施督導委員會」負責督導地方自治之推行與處理各縣市行政區劃之問題，並就臺灣行政區劃相關方案進行研究，最後在1950年9月14日由臺灣省政府訂定「臺灣省各縣市行政區域調整方案實施辦法」
，將臺灣省正式劃分為臺北、宜蘭、桃園、新竹、苗栗、彰化、臺中、南投、臺南、嘉義、雲林、高雄、屏東、澎湖、花蓮、臺東等16縣以及基隆、臺北、臺中、臺南、高雄5個省轄市以及陽明山管理局以及梨山建設管理局(丘昌泰，2010:74)，此次調整可謂光復以後規模最大的行政區域調整，主要特點在於裁撤區署
建置，並將原有五大縣分為人口面積接近使各縣得以均衡發展，並擴大省轄市轄區，而九省轄市依其經濟實力與地位保留五個，其餘併入鄰縣，其目的在於強化地方財政能力，期能健全推動地方自治之基礎，於是形成「一省二十一縣市」之格局。
(三)一省一市二十縣市
    1966年12月20日行政院第1000次會議決議臺北市係中央政府所在地，係我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為配合國際發展與經濟建設需要，擬改制為直轄市，由行政院呈報，總統核准實施，嗣後總統明令自1967年臺北市正式改制為直轄市，伴隨直轄市地位之取得，臺北市轄區亦決定調整，彼時行政院曾擬甲、乙兩案
，甲案擬將臺北縣與臺北市合併成為直轄臺北市，但因地形與交通關係不變劃入臺北市之鄉鎮，則分別劃入桃園縣、宜蘭縣與基隆市管轄；乙案則以淡水河與新店溪為界，將陽明山之北投、士林與臺北縣內湖、南港、景美、木柵劃入臺北市，介於縣市間之防洪建設問題，則由臺灣省與臺北市協商辦理，經總統核定採乙案，使臺北市行政區劃就此底定，而臺北縣人口與面積則相對縮小。由於1967年，因臺北市升格為直轄市，臺灣因而第一次有了直轄市之設置，亦使得一級行政區變成「一省一市」，省轄市數目因臺北市升格而減少，成為基隆、臺中、臺南以及高雄四個省轄市，共計有二十縣(市)。
(四)一省二市十九縣市
1976年1月高雄市人口達100萬人，各界因而提出升格為直轄市之議，後經臺灣省政府委員會第1450次會議決議同意改制升格為直轄市，經報行政院於1978年10月9日第1603次會議通過，決定自1979年7月1日正式升格，並呈總統核示，1978年12月2日總統府秘書長(六七)臺統(一)義字第4701號函表示高雄市改制為直轄市一案，以奉總統核批照准(鄭嘉夫，2000:26)，於是臺澎金馬地區出現第二個直轄市，使當時臺灣省之省轄市減為三個，高雄市改制之後為顧及港灣發展乃局部調整行政區域，遂將高雄縣小港鄉劃入高雄市成為小港區。臺灣省的轄區亦相對縮減，其所轄省轄市僅剩基隆、臺中、臺南三個，成為「一省二市十九縣市」之格局。
(五)一省二市二十一縣市
1950年行政區劃調整時，由省轄市改制為縣轄市的新竹與嘉義兩市，因而出現與所轄縣分治升格為省轄市的呼聲，新竹及嘉義兩縣轄市，由於臺北市與高雄市已先後升格為直轄市，因此在二市分別升格後，省轄市數目僅剩基隆、臺中以及臺南，考量都市化發展與區域平衡，新竹及嘉義兩縣轄市即於1982年正式升格為省轄市，嘉義市行政區域與縣轄市時期同，升格後面積未有改變，但新竹市則合併新竹縣香山鄉而升格為省轄市，因1982年新竹市與嘉義市由縣轄市升格為省轄市，省轄市數目再度回復為五個，成為「一省二市二十一縣市」之面貌。
隨著直轄市的增加，不僅臺灣省的面積相對縮小，臺灣省的地位也產生根本性的變化，實則臺灣省在臺灣地方政治發展上一直佔有重要地位，並在1994年透過修憲取得自治團體地位，然而臺灣省取得地方自治團體的時間相當有限，基於行政效率以及政治實力等因素的考量，1997年再度修憲進行「精省」，亦即取消省的自治團體法人地位，自此以後，省的影響力大幅限縮，亦因此改變直轄市與縣(市)的互動關係，即將直轄市與縣(市)是為實質平等的地方自治團體，也進而造成中央政府的府際管理幅度大為擴增。
(六)一省五市十七縣市
    1982年所形成的「一省二市二十一縣市」的區劃體系維持相當長的時間，由於都市化發展快速，既有的行政區劃界線以難反映都會發展的實際情況，因此有關藉由行政區域重劃已打造全新的國土空間成為相當重要的工作，這時期有關行政區劃的調整方案相當多，但主要均著眼於區域的平衡發展，為能達到區域均衡發展的目的，縣(市)透過爭取改制為直轄市成為達成均衡發展的主要途徑。尤其以推動當時臺中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最為積極，雖然透過縣市合併改制為直轄市的構想由來已久，但因行政區劃法未能完成法制化，故雖有構想卻難以具體實踐。
    隨著中國國民黨於2008再度取得中央執政權，亦順勢開啟行政區劃與國土再造的政治改革工程，總統馬英九提出「三都十五縣」的方案，作為國土規劃與行政區劃的藍圖，三都的規劃本來是考量區域平衡發展，故擬在西部平原設臺北、臺中以及高雄三個大直轄市，但未料局勢之轉變逸脫原有之規劃，故2009年行政院核定新設四個直轄市，除原有臺北市之外，臺北縣改制為新北直轄市、臺中縣與臺中市合併改制為臺中直轄市、臺南縣與臺南市合併改制為臺南直轄市、高雄縣與高雄市合併改制為高雄直轄市，形成五個直轄市，慣稱為五都，至此臺灣進入一省五市十七縣市的新時代。
    回顧中華民國時期的行政區域變動，如劃某一地方自治團體一部或全部以整併到另一地方自治團體，均以行政命令為之，代表行政區劃法制化的推動仍未見具體成效，過去相關法律如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省政府組織法、省縣自治法及直轄市自治法均已不再適用，目前作為行政區劃基準者為「地方制度法」，該法第7條第1項即規定行政區域設置、調整、廢止應以法律定之，而有關行政區劃法制化也曾廣受討論，然因議論分歧，致使行政區劃法仍停留在草案階段，五都的改制亦是透過修改地方制度法的方式而賦予型縣市合併的法律依據，故有關行政區劃法制化工作確實猶待努力。 
伍、臺灣行政區劃變遷過程之分析
    綜觀臺灣行政區劃之百年變遷，吾人可從政治、經濟、社會以及國土發展等面向，進行相關分析，進一步說明如下：
一、政治面向
    若從政治面向加以考量，對於各階段的統治政權而言，行政區域的劃分除考量行政業務的推動之外，更是權力分配的基礎，因此行政區劃在政治面向的意涵即是政權穩定與中央與地方的互動關係，尤其考量政權穩定性，在政權更迭之初，均反映行政區劃的承繼性，如日本承繼清帝國的三府一廳；中華民國政府承繼日本殖民階段的五州三廳俱為是例，主要在於考慮政權更迭之初，局勢尚未穩定，故暫依循前朝之劃設，俟全面掌控局勢之後，再謀日後調整，基本在於均衡的政治佈局，但後續的標準則逐漸考量多元化因素，整體而言，行政區劃從演進的面向看來，仍屬於漸進的發展，有受訪者表示：
1949年之後因為我們實施地方自治，所以考量重點比較是在均衡，或者是在地方自治這樣的政治議題上面。可是到了二十世紀以後，因為交通、生活的便利性，我們又加上了永續發展、區域合作或是相關的社會、政治、經濟等綜合性的考量。(受訪者D)
但我想大致上可以看的出來，它還算是一個漸進式的發展過程，也就是說比較大規模的調整並不算多。從日據時代到台灣光復，基本上是兩個比較大的分歧。(受訪者C)
    有鑒於臺灣的開發順序為由南而北、由西而東，加上日治時期以及國民政府均將政治經濟中心設於臺北市，導致重南輕北、重西輕東的態勢，故而在行政區域的規劃方面，相當強調權力佈局的均衡性，如臺北市改制為直轄市後，高雄市在人口達到改制標準後，也改制為直轄市，1982年核定新竹市以及嘉義市為市，均以平衡南北為考量，蓋都市行政區劃代表地方政治權力中心，故應全面顧及權力分配的均衡性，但這種思維似僅及於西部平原，吾人可從東部之花蓮以及臺東兩縣自日治時期晚期迄今，未有任何變動即足以說明，
    其次，行政區域的調整需配合政權穩定的考量以及統治的便利性，如日治時期有關縣廳制、廳制以及州廳制三個時期已反映出日本殖民政府地統治考量，只不過日治時期突顯摸索與試誤色彩較為濃厚，因此初期的行政區域更動頻仍，正足以說明統治者對於新殖民地的控制需有一段調適期。
    復觀日後中華民國時期的精省，亦同樣存有其政治面的考慮，尤其省制存廢更伴隨著統獨意識的爭議，蓋因省制乃中國地方制度之重要一環，主張維持省制，存有與中國法統制度連結的思考；相對而言，主張廢除省制則立於與中國法統制度相切割，而嘗試以臺澎金馬的獨特地理空間設計專屬於此一地域範圍的地方制度，有認為中華民國在臺灣的行政區劃模式隱含濃厚的統獨意是鬥爭(丘昌泰，2010:87-88)。
    另從調整的方式加以觀察，日本帝國時期採取大幅度的調整，中華民國時期除1950年外，則採漸進式的調整，變動實質界線的機會不多，主要在於欠缺法制依據，且大幅度的變動恐帶來過度的政治權力變化，故考量穩定性，1950年之後的行政區劃調整均屬較為漸進的調控，故亦有論者認為此種行政區劃太過強調「行政便宜性」，欠缺「理想主義」色彩，以小幅變動為原則，強調鄰近縣市的合併，充斥妥協無奈與遷就現實的色彩(丘昌泰，2010:87)，因此即便日後五都的調整，在行政疆界的變動方面，亦屬於漸進且便宜式的調整。
二、經濟面向
    行政區劃係以經濟中心的據點輻射的方式確立其範圍，而範圍又必須考量人口數量，故而經濟中心範圍愈大，則其所統領的地域範圍相對較小，整體而言，行政區劃係採城鄉雙元的模式，亦即將區域中經濟實力雄厚的城市單獨列為一個區域，使其與原區域具有同等地位，如日治時期的州轄市與郡、中華民國時期的省轄市與縣、直轄市與省的對應關係，這種思維代表行政區劃在經濟面向的考量，亦同時聚焦在城市行政區劃制度的發展，故市制的產生亦可說是考量經濟因素的結果，當然這種情形在五都成形後將有所改變，蓋五都中的透過縣市合併者已打破城鄉雙元的模式，城市政區成為城鄉統合的態樣，藉此可整合城鄉間的發展，進而擴大城市經濟力量的輻射範圍。
    臺灣行政區劃從百年來的歷史變遷觀之，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區，東部地區在日治時期畫分為花蓮以及臺東兩區域後，似未有大規模的變動，故呈現重西輕東的現象，此一反映因為經濟活動主要集中在西部區域，西部平原的城市與聚落變化較多，因此必須因應經濟發展並考量財政豐吝而調整行政區域，尤其以統籌分配稅款而言，因制度設計的失衡，更引發縣(市)對直轄市的不滿情緒，有受訪者即表示：
統籌分配稅款差很多啊！直轄市跟縣市差很多，我們大部分資源都被臺北市跟高雄市吃走啦！大部分的統籌稅款，地方縣市很可憐，因為就變成等淘汰啊！有一些比較窮的縣市他稅收根本連付公務員的薪水他都不夠啊！(受訪者F)
     現今五都十七縣市的規劃藍圖，直轄市亦被賦予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使命，亦凸顯行政區劃的經濟思考，希望以直轄市作為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重心，因而更加強化市制的重要性，回顧臺灣行政區劃百年來的發展，經濟因素的考量仍是引動行政區劃調整的重要因素，更使市制成為行政區域規劃的重心，也順帶造成市制的轉變。
三、社會面向
    雖然行政區劃係屬於國家統治行為，具有濃厚由上而下的政策屬性，然而進入民主化社會之後，以社會中心為思考的公民社會對於此一重大的國家政策實應有參與的空間，但回顧臺灣百年來行政區劃，似乎相當欠缺社會的整體參與，若以日治時期資訊不夠普及以及日本殖民心態使然，似乎難以期待公民對於行政區劃的擁有參與空間，及至中華民國政府初期的威權統治，公民同樣少有充分的管道針對行政區劃表示意見，不過即使進入民主時代，公民對行政區劃參與的程度仍不算高，社會對此一議題總是缺少長期討論，亦難以窺知社會對於行政區劃的多元看法，甚或形成多數共識。有受訪者表示：
我想五都十七縣是一個階段性的調整架構，五都十七縣其實是在三都十五縣政策推動上的一個政策上的整合，就是說五都十七縣並沒有經過朝野比較多的討論，也不是學者專家規劃方案中的理想型態。(受訪者C)
我認為在整個行政區劃的劃分上，還是屬於一種由上而下的情況，就是說我們專業官僚的規劃高於民間社會的參與。從這次五都的改制也可以看出，縣市的改制可能所有的縣市民都不知道，甚至要不要合併他們也搞不清楚。所以民間的參與其實是弱勢、是沒有的，完全都是誰在發動，都是政府在發動，都是由上而下的，都是專業官僚自己在規劃。(受訪者A)
    故而以現今五都十七縣市而論，連朝野的討論都不多，更遑論社會大眾的參與，因而充滿著由上而下的規劃與執行色彩，突顯傳統政治與行政而分的官僚思維，然而Kooiman(1993:35)認為「傳統政治/行政的統治模式」(traditional political/administrative model of governing)已漸發展成具有複雜性、動態性及變化性的「社會政治系統」(social-political system)，因此整體發展的趨勢將由單一面向的控制轉變成多面向的設計，亦即重視相互間的需求及承擔能力，讓各互動主體間均有參與政策訂定的機會，在行政區劃的調整工作上，因所涉及層面甚廣，參與決策的主體亦將更為多元化。
    故從臺灣百年來的行政區劃以觀，仍充滿「由上而下」的規劃與執行色彩，「由下而上」的意見與討論仍不多見。再者，行政區劃的城鄉雙元區劃造成不同的發展情況，也進一步形塑社會尊卑效應，亦即呈現以城為尊、以鄉為卑的情形，作為輔助城市政區的區域政區相對處於配角地位，隨著時移勢易，更加蓄積對城市政區的不滿，吾人或從縣市爭相改制直轄市的熱潮即足以窺知此一現象，這一可能是三都十五縣的規劃最後卻演變為五都十七縣市的原因之一。
四、國土發展面向
    從行政區劃的變遷似乎可以探詢臺灣開發的過程，亦可窺探國土發展的脈絡與軌跡，回顧百年來的行政區域變化，主要呈現由南而北，由西而東的開發方向，進而擴及臺灣全島，並形成現今之三大軸線，若從國土發展的功能面思考，行政區域所呈現的區域功能分工，無疑回應著主政者的規劃思維，而這種思維亦加深「中央─邊陲」的劃分邏輯，亦即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區域成為國土規畫的核心，其他地域則屬於輔助地位。
從日治時期迄今，百年來的國土中心即座落於臺北盆地，儘管臺北盆地處於全島北端之邊陲，但卻是國家運作以及國土佈局的「中心」，統治政權持續投注各項資源以強化其中心地位，長久下來，國土不僅呈現一極集中的單極中心態勢，更使國土的整體規劃失衡，臺北盆地與週邊區域雖腹地有限，卻因與政治機能的強烈連結，而必須承載過度開發的宿命，在歷次的行政區域調整中卻未能正視此一態勢的嚴重性。因此，吾人從國土發展的面向觀之，國土整體的佈局成為以首都為中心的單極思維，行政區域的調整似乎很難扭轉此種局勢。而五都更加深人口往五都集中，恐將更為惡化「中央─邊陲」的劃分態勢。有受訪者表示：
我對於臺灣變成五都是感到困惑的，由於這五個都市通通集中在西海岸，那麼相較於東海岸的縣市之間的落差將會很大，所以依照日本的看法是，在變成五個大直轄市之後，週邊的人口通通會往直轄市做移動，剩下的縣市人口就變得越來越少。這樣是好的情況嗎？我是很困惑的。(受訪者E)
    故五都是否是最佳的區劃方式，仍直得深入討論。雖然五都改制、1979年高雄市改制為直轄市以及1982年新竹以及嘉義的改制，都可算是一種區域平衡思維，透過市制地位的提升而肯定區域發展的重要性，進而可降低原先被視為邊陲的色彩，然而在國家「重北輕南」的資源分配邏輯未加以破除前，區域平衡的發展始終是一種遙不可及的理想，然而單極集中的態勢卻是與日俱增的現實。
陸、對臺灣行政區劃之展望
    隨著百年來的行政區域演變，已分別在政治、經濟、社會以及國土發展等面向呈現出臺灣特有的特色與風貌，時至今日，五都十七縣市的格局是否是最適合臺灣未來發展的規劃仍有待進一步的討論，吾人當考量未來自治體間的均質發展，以形塑適切的空間規劃形貌。伴隨五都而規劃的七大發展區似乎回應此種想法，嘗試藉由擴大轄區以使區域資源能夠進行更強的整合以發揮更大的效能，以進一步融合城鄉的發展，其立意頗值得肯定。
從七大發展區的規劃觀察，直轄市廣域化似乎是未來國土改造的重要方向，當然此一方向尚需配合七大發展區進行整體考量，因此若從七大發展區所呈現的願景，現今本於「三都十五縣」所形成的五都十七縣市的改革仍是一項未竟之功，故而本研究認為行政區劃的改革有必要持續進行，尤其從百年來，行政區域在政治、經濟、社會以及國土規劃等所突顯的問題，行政區劃仍有調整必要。受訪者C表示：
我認為目前的五都十七縣是絕對有繼續調整的必要性，這當然也還包括基隆市要怎樣併到北北基宜的區域，另外也包括新竹縣、市以及嘉義縣、市合併的問題，這仍然都還會有繼續再進行調整的壓力存在，只是說這個壓力到底在幾年後，在怎麼樣的情況之下能夠變成下一波區劃調整共識的形成，這當然還要看。但是調整的必要性，就是我剛講的它要搭配生活圈跟區域發展，就現實的合併上，應該還是有下一波的區域調整的必要存在。(受訪者C)
    五都對直轄市所帶來的新變化值得吾人持續觀察，本研究認為直轄市將是未來形塑地方政治新面貌的主體，故展望未來臺灣的行政區劃，仍可進行以下若干階段的調整。
一、近程：推動基隆市、新竹市與嘉義市之合併

    在五都成形之後，基隆市、新竹市與嘉義市在幅員面積以及人口方面相對弱勢，既然直轄市與縣(市)位列同級自治體，理應具有等量齊觀的人口規模與面積，又直轄市係為解決過去同一生活圈，卻因行政界線的割裂而造成縣市割裂的情形，故透過整合縣市設置直轄市以解決前述缺點，同理可知，既有的基隆市、新竹市與嘉義市乃是城鄉雙元的思維所形成的行政區域，這與現階段整合城鄉的目標恐有相違，維持城鄉雙元的割裂型態恐會加深縣(市)間的整合發展，故應將基隆市、新竹市與嘉義市與周邊縣(市)加以合併，以期發揮縣(市)整併之綜效，此亦可回歸原先「三都十五縣」規劃之初衷。

二、中程：以七大區域為基準，建立區域合作共識
    由於源於「三都十五縣」的國土空間改造計畫，係以直轄市作為區域發展的經濟核心，對直轄市帶動區域經濟發展賦予高度期待，因而將全國規畫為「北北基宜」、「桃竹苗」、「中彰投」、「雲嘉南」、「高屏」、「花東」、「澎金馬」等七個區域，這七個發展區域分別具有不同的地域特色，亦嘗試進行差異化的發展目的，更藉此做為推動區域治理，建立跨縣(市)的合作平台，防止在區域內各個同級地方自治團體遭受邊陲化的命運，並讓同一區域內的縣(市)能夠共同規劃區域的發展事項以協力執行的方式推動區域內各項發展計畫，因此七大發展區可以說是五都的配套規劃，可以預見七大發展區亦會是未來區域規劃的重心。有受訪者即認為：
事實上馬總統已經多次提到「三大生活圈」、「七大發展領域」，所以像這樣的概念其實是比較功能面或是運作面的，我覺得那個部分倒是可以配合目前整個社會或是人口聚集的方式去作彈性的調整。(受訪者D)
    因此本研究認為既有七大發展區作為縣(市)合作平台，可將使其發揮功能面的作用，對於臺灣西部平原而言，若能依照此七大區域的規劃推動並建立完整的區域合作機制，對於以直轄市帶動區域發展的目的將更有實踐的可能性。以美國為例，在龐大的聯邦體系中在不同層級間為了促進效率，各級政府間必須進行多面向的互動(extensive interaction)，這種互動除了政治性、法規性、財務性、聯盟性(collaborative)互動外，甚至含蓋各級政府間及其與私部門間的互動(Stephens and Wikstrom,2000:149)。可見我國建立具有專業性與諮詢性的區域合作的平台確有其必要。
三、遠程：改變重西輕東、重北輕南的態勢 
    從目前國土軸線的規劃來看，我國約可分為三大主軸，亦即西部平原、東部地區以及離島三大部分，由於西部平原已發展成為密集的城市群帶，亦是匯聚我國經濟發展動能的主要區域，以現有推動跨域合作的七大發展區為考量，在西部就有五個區域，若日後能透過推動跨域合作的機制下，建立互信互賴之共識，即可進一步整併為直轄市，成為一個具有較大幅員的實質性區域政府，以德國的情況進行觀察，在兩德統一之後，因各邦面積人口差異甚大，故亦有將現階段16邦整併為7到8個邦的構想(Conradt,2001:258)，故未來對西部平原而言，以擴大直轄市範圍或可作為區域整併的目標，尤其臺北都會區最須進一步整併，蓋現有分為臺北市與新北市不僅有違當初「三都十五縣」之規劃初衷，亦割裂臺北都會區的發展，未能充分考量都會有效治理，故應進行整併，以增強其都市競爭力。當然這仍舊存在相當大的障礙，有受訪者表示：
臺北市、基隆市、新北市合併，乃至於把桃園市合併過來，這個可行性是有，但可能性沒有。因為寧為雞首，不為牛後。像基隆市就會變成只有一個區長，議員變成三個，這個我想是不可能。(受訪者B)
五都都是富都，十七縣變成窮縣，所以它會造成區域的失衡。如果是這樣的話，未來五都應該是要整併成三大生活圈，而十七縣當中其實也可以再進行整併，因為臺灣其實也不需要有那麼多的縣。(受訪者A)
    雖然對如何整併有不同看法，但整併成為一種趨勢。當然，未來直轄市若轄有更廣大的面積，則須進一步配套考量區自治的可行性，屆時區做為一個基礎自治體，並肩負基礎地方自治事項，應更能回應民眾需求並提供民眾參與政策推動的空間，故配合直轄市的再擴大，區級政府的自治地位問題也應一併規劃。
柒、結語
    吾人希望透過歷史進程之觀察，以臺灣地區之地理空間範圍為主體，釐析各個不同時代在此一地理空間上所規劃的行政區劃建制，試圖由行政區劃之遞嬗過程，探析行政區劃所凸顯的特色，進而建立一套符合現今民眾需求之行政區劃方案。

從行政區劃的調整須有社會共識，而執政黨現階段所推動的五都改造亦可視為回應此項共識的具體行動，惟五都成形後，將使既有的中央與地方關係重新洗牌，同時也必然牽動既有資源配置規則的改變，儘管五都係以強化都會競爭力為主要考量，但其所造成的負面效應會否造成原先預期目的的偏移，都有待吾人持續的關注與研究。目前許多國家因為過度管制、福利制度所衍生的財務危機及政治領導者欠缺治理能力而產生「統治失敗」(governing failure)的現象(Mayntz, 1993:9)。尤其福利制度所引發的財政危機對政府的影響最大，成為各國首當其衝的難題，由統治失敗更加凸顯治理能力(governability)的重要性不容忽視。故而在行政區劃的改造面向上必須深切注意治理能力的問題，以合乎各級自治團體發展目標的角度進行行政區域的規劃，應是一個重要方向。
    從行政區劃的百年演變過程，本研究嘗試縷析各階段行政區劃的調整主因以及調整後所產生的影響，進而可觀察現階段行政區劃調整後衍生的問題與爭議，從百年回顧的角度來看，行政區劃的改造工程似屬未竟之功，為能展望下一個百年發展，行政區域的規劃仍是國家無可忽視的重要議題，因此，我國行政區劃仍需持續改造，本研究將說明過去行政區劃演變的律則，從而針對未來的改造藍圖與方向提出相關的建議與策略，以為我國行政區劃調整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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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centennial anniversary of R.O.C. is held, many people praised Taiwan’s achievements in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Meanwhile, there is a great progres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self-government. In fact, the development local self-government is related closely to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Therefore, the study plans to look back the transition in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of Taiwan and explore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evolution of changes in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of Taiwan in term of longitudinal time, and then analysis characteristics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with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land planning perspectives. It is found that maintaining political stability, promoting administrative convenie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alance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will be viewed as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However, reform of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s still unfinished, it is necessary that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re adjusted through short-range, medium-range and long-range planning to expand the territories of special municipalitie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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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員」即今之安平，荷蘭在此建有熱蘭遮(Zeelandia)城，今稱安平古堡，為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之行政中心。


� 明帝國雖已於1659年覆亡，鄭成功仍以南明皇帝之年號「永曆」紀元，故亦有將鄭氏政權統治臺灣之時期稱之為「明鄭時代」。


� 1944年4月當時中央設計局於重慶成立「臺灣調查委員會」，同年10月以該委員會主任陳儀名義擬訂「臺灣接管計畫綱要草案」共計十六章八十二條�，其中與行政區劃最有關聯者為第八條與第十三條，前者謂：「地方政制：以臺灣為省，接管時正式成立省政府。下設縣(市)，就原有州、廳、支廳、郡、市改組之，街、庄改組為鄉鎮，保甲暫仍其舊。」後者則規定：「臺灣原有之三廳改稱為縣，不變更其區域。原有之州(市)，以人口(以十五萬左右為原則)、面積、交通及原有市、郡、支廳疆界(以合二、三郡或市或支廳，不變更疆界為原則)為標準，劃分為若干縣(市)，縣可分為三等。


�當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正式接管後，著眼當時時局動盪，為求穩定局勢，盡量避免巨幅更動而影響各項布局與團結，遂以日治時期五州三廳與州廳轄市為基礎，於1945年12月公布「臺灣省縣政府組織規程」與「臺灣省省轄市組織暫行規程」將當時臺灣省劃分為臺北、新竹、臺中、臺南、高雄、花蓮、臺東、澎湖8縣以及臺北、基隆、新竹、臺中、彰化、臺南、嘉義、高雄、屏東9省轄市與宜蘭、花蓮2縣轄市，其區域多延續日據時期之範圍，而當時行政區劃的主要依據為臺灣省縣政府組織規程第二條，其規定：「縣為地方自治單位，其區域之制定、變更及縣之廢置分合名稱，由行政長官公署核定，報內政部呈國民政府備案。」


� 參照1950年9月14日府綱甲字第72222號函。


� 當時在縣之下，尚依照日據時期郡以及支廳之區域設「區署」作為縣之輔助機關，區署命名亦以郡以及支廳之名稱為主。


� 此兩案構想來自先前內政部就臺北市行政區域所提出之五項方案：【1】改制後維持原有行政區域不做調整；【2】將陽明山的北投、士林以及臺北縣的內湖、南港、永和、三重一併劃入；【3】將臺北市附近衛星鄉鎮與縣轄市全數劃入；【4】將士林、北投、景美、木柵、深坑、南港、內湖、汐止、萬里、金山、石門、三芝、淡水、八里、林口、五股、蘆洲等26鄉鎮劃入臺北市；【5】避免臺北縣因精華區被併，擬將臺北縣與臺北市合併為直轄市。此五案後報行政院會議審議而歸納為甲乙兩案(鄭嘉夫，20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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